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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入章”增强了企业对国家战略的响应力度吗？

——基于我国A股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经验证据

修宗峰,  冯鹏蒴,  殷敬伟
（中南大学 商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3）

摘　要： “党建入章”是加强党的领导和巩固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法定地位的重要制

度安排，对企业的经济决策产生重大影响。本文基于2016—2020年A股企业披露的乡村振兴参

与信息，通过手工搜集上市公司“党建入章”的数据，采用PSM-DID方法实证检验了“党建入章”
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发现：（1）“党建入章”提升了企业响应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

力度，并且能促使企业选择产业振兴的帮扶方式。（2）进一步分析还发现，“党建入章”的企业有

着更高的后续乡村振兴参与意愿，且会持续性地参与乡村振兴。（3）异质性分析表明，“党建入

章”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在产权性质为民营企业以及企业距离国家级贫困县较近

时更为显著。（4）渠道检验表明，将党建工作写入公司章程后，企业能够提高党委成员任职董

事会的比例、党委书记和董事长更可能由一人担任，并促进了党建工作与经营管理的深度融

合。相关研究结论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同时，对

于在后扶贫时代如何有效地推动企业“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具有

重要的政策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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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反贫困始终是古今中外治国安邦的一件大事。消除贫困、改善民

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重要使命和

长期任务。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会议上首次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指出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2018年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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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指出到2020年，乡村振兴取得重要性进展，制度

框架和政策体系基本形成，同时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

域性整体贫困。经过党中央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2020年我国按期打赢了脱贫攻坚战，乡村

振兴实现良好开局。中国的脱贫攻坚是一种政府主导下，企业、贫困户以及社会组织等多方共

同参与的扶贫模式（谢岳，2020；李小云和徐进，2020；徐凤增等，2021）。企业作为脱贫帮扶的主

力军，其参与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可以有效发挥资源、市场及管理等方面的独特优势，是现阶段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新形式（甄红线和王三法，2021）。深入探究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

驱动机制对继续撬动和挖掘资本市场力量响应和参与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具有重要意义，也为

后脱贫时代更好地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提供政策指导，并进一步

夯实“中国式反贫困”的现有理论基础。

在中国，企业成立党组织是党和国家参与到企业治理中的重要方式，其嵌入到治理结构中

能够参与企业重大经营决策并执行监督职能，是中国特色公司治理模式的一种典型制度安排

（Chang和Wong，2004；马连福等，2013；陈仕华和卢昌崇，2014）。虽然现有文献讨论了党组织

参与公司治理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与作用机制（梁建等，2010；徐光伟等，2019；于连超

等，2019；郑登津和谢德仁，2019；程海艳和李明辉，2020；万攀兵，2020），但这些文献主要聚焦

于慈善捐赠这一社会责任履行方式。企业社会责任在新发展阶段呈现新变化和新演进，参与脱

贫攻坚及乡村振兴国家战略也成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新形式。特别是，“抓好党建促扶贫”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发挥着核心作用、引领作用和保障作用，能够提升扶贫政策的底层执行力

（王雨磊和苏杨，2020；燕继荣，2020）。企业党组织作为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否

及如何影响企业履行乡村振兴社会责任？其作用机制是什么？目前，有部分文献探讨了政府层

面党组织在贫困治理中发挥重要领导作用（汪三贵，2018；王雨磊和苏杨，2020；燕继荣，2020；
谢岳，2020；韩保江和邹一南，2020；李小云和徐进，2020），以及余汉等（2021）考察了国有企业

党委治理对企业参与精准扶贫的影响，亟需在微观层面考察基层党组织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

战略的重要影响和作用机制。

“党建入章”通过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党组织的职责权限和机构设置等条款，切实增强了党

组织的影响力和执行力，有助于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策渠道、战斗堡垒和决策监督的作用，促

使企业在内部贯彻和执行党中央的各项政策方针（蒋建湘和李依伦，2017；吴凌畅，2019）。本文

手工搜集了我国A股企业的“党建入章”数据，并结合2016—2020年企业在年报中披露的乡村

振兴参与信息，运用PSM-DID方法实证检验了“党建入章”对企业履行乡村振兴社会责任的影

响。实证研究发现：（1）“党建入章”这一制度安排在企业内部的实施有助于促进企业积极参与

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并选择“造血式”性质的产业帮扶方式。（2）进一步分析发现，“党建入章”还
提高了企业后续履行乡村振兴社会责任的意愿以及参与乡村振兴的连续性。（3）异质性分析表

明，在产权性质为民营企业以及企业距离国家级贫困县较近的情况下，“党建入章”更能促进企

业参与乡村振兴。（4）渠道检验表明，“党建入章”的企业提高了党委会成员通过“双向进入”机
制设计进入到董事会任职的比例、促进党委书记与董事长“二职合一”，并且会在管理层讨论与

分析中涉及更多企业党建与党委的相关内容，进而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产生积极影响。

本文的研究贡献主要体现在：（1）结合我国现实制度背景，较早地研究了“党建入章”这一

企业基层党组织的创新性制度安排的经济后果。现有文献主要探讨了是否设立党组织（何轩和

马骏，2018；徐细雄等，2020）、党委会成员与董监高之间“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马连福等，

2013；陈仕华和卢昌崇，2014；柳学信等，2020；王元芳和马连福，2021；郝健等，2021）、讨论前置①

①“讨论前置”是指董事会、经理层在进行决策前要首先经过党组织研究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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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艳和张武洲，2022）、党组织活动次数（郑登津和谢德仁，2019）、党委会参与公司治理指数水

平（余汉等，2021）等制度安排对企业经济决策行为的影响。然而，目前企业“党建入章”的经济

后果研究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仅有李继元等（2021）考察了“党建入章”与企业成本粘性之间

的关系。本研究发现“党建入章”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具有促进作用，这无疑为我国企

业“党建入章”的合理性和功能性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证据支持。（2）本文增进了企业履行乡村振

兴社会责任驱动机制的相关研究。虽然现有文献讨论了党组织治理对企业履行慈善捐赠社会

责任的影响（梁建等，2010；徐光伟等，2019；于连超等，2019；郑登津和谢德仁，2019；程海艳和

李明辉，2020；万攀兵，2020），但较少有文献考察党组织治理对企业履行乡村振兴社会责任的

影响。本文基于“党建入章”与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双重研究视角，以乡村振兴为切入点，深入

考察了“党建入章”对企业履行乡村振兴社会责任力度、类型、后续意愿、连续性等方面的影响，

这能够丰富一国政党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之间关系的相关研究。（3）本文深化了“党建入章”这
一党组织治理方式如何影响企业履行乡村振兴社会责任的作用机制与渠道机理研究。本研究

探讨了产权性质、企业与国家级贫困县的近邻性等内外部因素如何影响“党建入章”与企业履

行乡村振兴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还检验了“党建入章”与其他党组织治理方式之间的关系，如

对“双向进入、交叉任职”领导体制在企业内的实施以及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管理融合程度的

影响，这有助于较好地厘清和认识“党建入章”在企业实践中是如何保障党组织决策、执行和监

督职能的有效发挥，进而影响到企业生产经营和重大决策。

二、  制度背景、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企业“党建入章”的制度背景分析

作为国有企业“党建入章”最早的一个正式纲领性文件，《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

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2015）》中首次提出了“国有企业应当在章程中明确党建工

作总体要求”，目的在于使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成为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组成部分，充分发挥

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中共中央组织部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关于扎

实推动国有企业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的通知（2017）》中进一步强调和明确“国有独资、

全资和国有资本绝对控股企业要带头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公司章程”；同年，《关于进一步完善

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的指导意见（2017）》中强调“要明确党组织在国有企业法人治理结构中

的法定地位，将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国有企业章程”。在上述文件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国有

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2019）》应运而生，并规定“国有企业应当将党建工作要求写入

公司章程，写明党组织的职责权限、机构设置、运行机制、基础保障等重要事项”，这一工作条例

适用于国有独资、全资企业和国有资本绝对控股企业；上述文件为关于国有企业“党建入章”的
首个行政法规，具有权威性和法律效力。2020年12月31日，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联合印发了《

国有企业公司章程制定管理办法（2020）》这一部门规章，并指出，“公司章程中的公司党组织条

款应当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国有企业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试行）》等有关规定，

写明党委（党组）或党支部（党总支）的职责权限、机构设置、运行机制等重要事项；明确党组织

研究讨论是董事会、经理层决策重大问题的前置程序”，并明确国有独资公司、国有全资公司和

国有控股公司章程制定过程中的制订、修改、审核、批准等管理行为适用上述办法。通过在公司

章程中清晰地界定党组织治理的边界和范围，这有利于保障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正当性和

有效性（蒋建湘和李依伦，2017）。
可以看出，我国国有企业“党建入章”的制度安排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积极完善的过程，

从最初适用范围为“国有企业”，到“国有独资、全资企业和国有资本绝对控股企业”，再到“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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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资公司、国有全资公司和国有控股公司”，体现出国有企业“党建入章”的适用主体范围从模

糊到具体、从少数到多数的渐进原则。当前我国国有企业“党建入章”的制度安排正进入落地实

施阶段，但正如《国有企业公司章程制定管理办法（2020）》所指出的“对于国有相对控股企业的

党建工作，需结合企业股权结构、经营管理等实际，充分听取其他股东包括机构投资者的意见，

参照有关规定和本条款的内容把党建工作基本要求写入公司章程”，这意味着对于国有相对控

股企业尤其是国有相对控股的上市公司而言，这些企业“党建入章”条款的完备程度和党组织

影响力必然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此外，结合我国民营企业“党建入章”自愿性选择的客观现实，

本文认为，“党建入章”的制度安排为日后学术界深入研究基层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后果提

供了一个重要制度土壤，能够为“政党与金融”这一学术领域带来崭新的研究机会。

（二）“党建入章”与企业参与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摆脱贫困是前提。必须坚持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把提高脱贫质量放在首位。国

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明确指出要把打好精准脱贫攻坚战作为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优先任务，推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相互促进。作为世界上最大

的发展中国家，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现行标准下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贫困县

全部摘帽，乡村振兴取得重要性进展，为世界减贫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涓滴效应理论

认为减贫的主要推动力量是经济的高速增长（Dollar和Kraay，2002；Besley和Burgess，2003），诚
然中国之所以能在较短时间内取得如此巨大的脱贫成就，除了经济增长和长期的脱贫开发作

为主要推动力量之外（汪三贵，2018），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优越的国家治理体制和强大的组织动

员能力也为实现大规模减贫奠定了制度基础（谢岳，2020；王雨磊和苏杨，2020）。我国的脱贫攻

坚是一种党和国家行政主导，自上而下的行政脱贫模式，党建工作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着核心

作用、引领作用和保障作用（王雨磊和苏杨，2020；燕继荣，2020），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在各级

政府层面，通过建立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扶贫”的治理格局，来层层落实和考核各级领导干

部的脱贫绩效，进而保障脱贫机制的高效运行（贾俊雪等，2017；王刚和白浩然，2018；李小云和

徐进，2020；韩保江和邹一南，2020）。另一方面，在微观企业层面，以党建抓脱贫也同样深刻影

响着企业参与脱贫攻坚，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积极响应号召，依次形成了“部门书记抓扶贫”和
“民营企业家抓扶贫”的脱贫运行体制（李小云和徐进，2020；谢岳，2020）。党中央和各级政府自

2013年开展精准扶贫至2020年打赢脱贫攻坚战这一时期，我国国有企业“党建入章”的制度安

排也逐渐发展成熟。因此，一个理所当然的问题是，企业“党建入章”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参

与乡村振兴国家战略？本文认为“党建入章”从以下三个方面增强了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国家战

略的水平。

首先，企业基层党组织充当着企业与党政部门之间信息沟通和政策传达的网络节点，而

“党建入章”有助于强化基层党组织贯彻和执行党中央以及上级党组织的方针政策和相关决

议，提升了企业响应乡村振兴战略的力度。社会嵌入理论认为企业的经济决策行为会受到其所

嵌入的社会关系和组织网络的影响，如文化网络、政党网络等其他非经济因素（Granovetter，
1985）。在我国，企业基层党组织作为嵌入在党组织网络中的“神经末梢”，发挥着信息传递的政

策渠道功能（梁建等，2010；Lei和Nugent，2018；徐细雄等，2020），是国家治理制度优势落实的

重要路径，有效地解决了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最后一公里”的难题（Chang和Wong，2004；
何轩和马骏，2018；郑登津和谢德仁，2019）。《中国共产党章程》也提到“党的基层组织任务包括

宣传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脱贫攻坚的本质是国家治理体系下的一种精准的行政扶贫

（王雨磊和苏杨，2020），党中央通过采取行政统筹机制的手段将扶贫自上而下整合进各级党政

部门的核心工作议程，“抓好党建促扶贫”也因此成为各级党政部门的工作核心（王刚和白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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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2018；燕继荣，2020；徐凤增等，2021）。党中央和各级党政部门为了能实现按期脱贫的目标，

会通过党组织网络向企业基层党组织传达脱贫攻坚的精神内涵和时代意义。“党建入章”明确

了党组织在企业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从根源上缓解了企业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被弱化和

边缘化的现象，使党组织在企业内具有明确的职能地位和清晰的职责边界（李继元等，2021），
有助于强化党组织的政策渠道功能（蒋建湘和李依伦，2017；吴凌畅，2019）。“党建入章”的企业

通过在公司章程中进一步明确和设立党委定期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条

款①，监督国家方针政策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有助于企业根据公司章程要求开展公司思想政

治工作，如通过定期召开党委会、主题教育学习、党日活动等方式来传达和学习党中央的方针

政策以及相关决议，提升了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在企业内的执行程度。

其次，“党建入章”能够增强企业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为企业参与乡村振兴提供思

想保障、组织支撑、人才队伍。“党建入章”能够将党的优秀文化和价值观念融入和渗透到企业

的日常经营中，增强党员的身份认同和组织归属感，提升企业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力和组织力。

一方面，企业基层党组织在职工群众中发挥着思想教育和政治核心的作用。“党建入章”通过加

强思想政治工作、精神文明建设和企业文化建设，以及落实“三会一课”和“两学一做”的组织生

活制度，能够促进企业基层党组织积极学习党的先进思想和理论（李继元等，2021），并有效保

证基层党组织在企业内部宣传和解读国家扶贫及乡村振兴政策；此外，“党建入章”还可以充分

激发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唤醒和强化党员以及职工群众对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

务”的根本宗旨和初心使命以及执政理念的认识（Marquis和Qiao，2020），认可和领会国家扶贫

战略的精神内涵（连燕玲等，2021），为企业贯彻和落实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奠定一定的思想基础

和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党建入章”能够加强保障基层党组织为企业对口帮扶贫困村提供优秀

的党员干部和专职扶贫队伍。企业向贫困村选派“驻村第一书记”或“驻村工作队”等基层扶贫

工作团队，可以将企业自身先进的管理优势、人才优势、技术优势融入对口帮扶的贫困村中，增

强贫困村自身的“造血”功能（王雨磊和苏杨，2020；燕继荣，2020）。扶贫工作队伍还可以通过一

对一的实地调研制定切实可行的帮扶措施，同时也可以监督和保障扶贫政策和扶贫资金是否

得到有效落实，提升对口帮扶的效果。“党建入章”的企业大部分都在公司章程中设立了“配备

足够数量的党务工作人员，为党组织在企业开展工作提供条件”的条款，这必然增强了企业基

层党组织的人才队伍建设，为企业内部落实乡村振兴国家战略提供了高质量的扶贫干部管理

队伍支撑。

最后，“党建入章”能够促使嵌入到公司治理结构中的党组织有效地发挥重大决策与日常

监督等职能，从而缓解代理冲突、抑制管理层短视决策行为，提高了企业履行乡村振兴社会责

任的水平。我国贫困治理艰巨繁重的特点使得政府、企业等多元主体需要进行大量资金、技术

和项目等方面的持续性投入（燕继荣，2020）。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短期内可能会损害管

理层自身利益，这使得存在业绩压力的管理当局参与扶贫的积极性不高；但从长远角度来看，

积极履行乡村振兴社会责任有助于提升企业声誉和品牌效应，向资本市场传递出企业良好经

营情况和较低风险水平（邓博夫等，2020；甄红线和王三法，2021；潘健平等，2021），从而实现承

担乡村振兴社会责任和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双赢局面。企业基层党组织通过“双向进入、交

叉任职”嵌入公司治理结构提升了企业治理水平，具体表现为提高董事会决策和执行效率（马

连福等，2012；柳学信等，2020）、降低企业代理成本（王元芳和马连福，2014）、促进企业行为更

自律（王元芳和马连福，2021）；董事长和党委书记“二职合一”有助于缓解国有企业委托代理问

①例如深振业A（股票代码：000006）在2018年的公司章程中提到党委要“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的法律法规，上级党委和政府重
要会议、文件、决定、决议，保证监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重大部署在本企业的贯彻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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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柳学信等，2020；郝健等，2021）；“讨论前置”的决策制度设计也能达到有效监督国有企业高

管滥用权力行使机会主义行为的目的（柳学信等，2020；陈艳和张武洲，2022）。“党建入章”通过

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党组织的机构设置、职责分工以及工作任务等，扩大了基层党组织的执行力

和影响力，从而使党组织更有能力来开展监督工作（李继元等，2021）。一些“党建入章”企业还

明确要求坚持和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以及重大事项的“讨论前置”等制度设计，进一步保

障了党组织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的发挥。总之，“党建入章”中涉及到的具体制度安排，借助于

企业基层党组织的有效运行，能够有效缓解代理冲突、抑制代理行为，促进管理层基于长远目

标的决策行为而非短视自利行为，从而有助于提升“党建入章”的企业履行乡村振兴社会责任

的水平。

综上所述，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1。
H1：限定其他条件，“党建入章”能够促进企业参与乡村振兴国家战略。

（三）“党建入章”与企业参与产业帮扶

“党建入章”是否会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方式产生影响呢？企业履行乡村振兴社会责任

的方式主要有产业帮扶、生态及健康帮扶、教育帮扶、兜底保障帮扶以及转移就业帮扶等。产业

帮扶主要是根据贫困地区发展现状、区位条件、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等，通过在贫困地区因地制

宜创建和培育一批可持续发展的产业，如农林渔业、养殖业、旅游业、电商业、光伏业等，在当地

形成产业体系或产业集群，以此实现贫困户或者贫困县可持续地摆脱贫困的长远目标（刘学

敏，2020；王雨磊和苏杨，2020）。产业帮扶位于“五个一批”和“五个振兴”工程之首①，能够激发

贫困地区内生发展的动力，增强贫困地区自身的“造血”功能，是实现贫困地区稳定和可持续脱

贫的根本之策，同时也是乡村未来全面实现产业振兴的重要基础和关键支撑（谢岳，2020；刘学

敏，2020）。已有研究发现，相比于其他类型的帮扶方式，产业帮扶能够显著增加县域的人均

GDP（张国建等，2019），提高贫困户的劳动收入和劳动能力（李芳华等，2020）。企业参与产业帮

扶还有助于提升市场价值和财务绩效，对扶贫企业自身产生较为明显的反哺作用（邓博夫等，

2020；潘健平等，2021）。
“党建入章”作为加强党的领导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法定地位的重要举措，通

过在公司章程中写明党组织的职责权限，有助于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政策桥梁、战斗堡垒和

决策监督的积极作用，切实保障了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党组织的“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以
及政治引领作用，这使得党组织在企业中传达和响应国家扶贫政策号召时一定是以长远目标

为导向的（王雨磊和苏杨，2020；徐凤增等，2021），而非短期利益驱动或敷衍塞责。产业振兴是

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也是实现产业兴旺的重要抓手以及农民增收、农业发展和农村繁荣的物

质基础。在“增强贫困地区内生发展能力”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长远帮扶目标下，“党建入

章”企业的党组织在敦促企业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一定会真抓实干，追求“扶真贫、真扶

贫”，更可能采取长效的“造血式”的产业帮扶方式，坚持走“抓党建、强组织、兴产业、促振兴”的
路子，以实现贫困地区稳定脱贫，并为未来实现产业兴旺打下坚实基础。“党建入章”的企业还

可以在结对帮扶过程中积极输送优秀的专职党员扶贫干部，探索和实施“党建+产业”融合发展

模式，抓住产业兴旺的“牛鼻子”，充分挖掘乡村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将产业

发展基础打牢，把乡村产业搞活，让广大农民通过产业兴旺致富，收获乡村振兴的发展红利，实

现乡村与企业间的“合作共赢”。
综上所述，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2。

①“五个一批”具体是指“发展生产脱贫一批、易地搬迁脱贫一批、生态补偿脱贫一批、发展教育脱贫一批、社会保障兜底一批”。“五个振
兴”具体是指“乡村产业振兴、人才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和组织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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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限定其他条件，“党建入章”能够促进企业选择产业帮扶方式。

三、  研究模型与变量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由于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各上市公司自2016年起在年度报告中披露企

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数据，故本文选择2016—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并对样本进

行以下如下筛选：（1）剔除国有控制和民营控制以外的样本观测值；（2）剔除ST、*ST的观测值；

（3）剔除金融行业的观测值；（4）剔除相关变量缺失的观测值。通过在巨潮资讯网手工搜集上市

企业的公司章程，并进行相关词频统计，最终构建了“党建入章”数据库；企业社会责任总得分

来自于和讯网；市场化进程数据来自于《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报告（2018）》（王小鲁等，2019）；
其他所有数据均来自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本文对所有的连续变量进行1%和99%水平上

的Winsorize处理。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企业在年度报告中披露的参与乡村振兴的投入包括资金和物资折款两部

分，本文将资金和物资折款之和作为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总金额①，并构建如下变量：（1）参与

乡村振兴规模（RUR_SCL），等于企业当年参与乡村振兴的总金额（资金+物资折款）乘以1 000
除以年末总资产。（2）产业帮扶哑变量（RUR_IND），若企业当年参与产业扶贫的总金额大于

0则取值为1，否则取0。
2.解释变量。参考郝健等（2021）、李继元等（2021）、陈艳和张武洲（2022）的研究，本文采用

双重差分法（DID）考察“党建入章”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净效应。具体来说，若企业的公司章

程中出现“中国共产党章程”或“共产党章程”或“党章”字样，则定义为“党建入章”的企业，并据

此构建如下变量：（1）分组哑变量（TREAT），实验组为“党建入章”的企业，样本期间内取值为1，
控制组为非“党建入章”的企业，样本期间内取值为0；（2）处理期哑变量（POST），“党建入章”的
企业当年及以后年度取值为1，否则取0。本文主要通过研究二者的交乘项（TREAT×POST）对企

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影响，以此来探究“党建入章”的成效。

3.控制变量。相关控制变量包含：（1）公司财务特征变量：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

（LEV）、净资产收益率（ROE）、经营净现金流（OCF）；（2）公司治理变量：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FIRST）、董事会规模（BOARD）、独立董事比例（INDR）、两职合一（DUAL）、董事长政治联系

（CHAIRPC）、产权性质（SOE）、上市年龄（LISTAGE）、企业社会责任总得分（CSR）；（3）地区特

征变量：市场化进程总指数（MKT）、经济发展水平（GDP）；（4）控制了年度固定效应（YEAR）和

行业固定效应（INDU）。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假设H1“党建入章”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行为的影响，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与

Tobit回归方法对模型（1）进行实证检验②：

RUR SCL t = ¯0+ ¯1TR E A Tt + ¯2TR E A Tt £ POSTt + ¯3SIZ E t + ¯4LE Vt + ¯5R OE t

+¯6OCFt + ¯7FIR STt + ¯8B OA R Dt + ¯9IN DR t + ¯10DUA L t

+¯11CHA IR PCt + ¯12SOE t + ¯13LISTA GE t + ¯14CSR t

+¯15M K Tt + ¯16GDPt +§YE A R +§IN DU+ ut

（1）

①乡村振兴投入总金额的数据来源于CSMAR 精准扶贫数据库中的精准扶贫工作统计表。
②本文通过构建企业“党建入章”变量（具体包括“党建入章”哑变量、“党建入章”词频变量、“党建入章”篇幅变量），采用Tobit回归方法对

主假设进行检验，研究结论保持不变。限于篇幅，相关实证结果没有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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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假设H2“党建入章”对企业参与产业帮扶的影响，采用双重差分模型与Logit回归

方法对模型（2）进行实证检验：

RUR IN Dt = ¯0+ ¯1TR E A Tt + ¯2TR E A Tt £ POSTt + ¯3SIZ E t + ¯4LE Vt

+¯5R OE t + ¯6OCFt + ¯7FIR STt + ¯8B OA R Dt + ¯9IN DR t

+¯10DUA L t + ¯11CHA IR PCt + ¯12SOE t + ¯13LISTA GE t

+¯14CSR t + ¯15M K Tt + ¯16GDPt +§YE A R +§IN DU+ ut

（2）

考虑到本文实验组和控制组并非随机选择的结果，一定程度上可能存在选择性偏差和内

生性问题。因此，在运用双重差分法对模型（1）和模型（2）进行检验之前，首先采用倾向得分匹

配（PSM）寻找与“党建入章”的企业尽可能相似的非“党建入章”企业，二者构成本文的最终研

究样本。由于企业将党建写入公司章程的时间并不相同，本文采用Logit回归对所有控制变量

回归，逐年估计出在该年份已完成“党建入章”的企业与所有控制组企业“党建入章”的概率值，

并在共同取值范围内，采用无放回的一比一最近邻匹配方法进行匹配，逐年找出与实验组企业

相匹配的控制组企业，同时，剔除没有匹配成功的控制组企业和在不同年份中被重复匹配的多

余的控制组企业，最终构成本文的研究样本。该研究样本中共有2 010家企业，其中已实现“党
建入章”的企业和未实现“党建入章”的企业各有1 005家。

四、  实证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报告了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由表2可知，企业参与乡村振兴规模（RUR_SCL）的均值

为0.113，标准差为0.449，这表明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规模还比较小，同时参与乡村振兴的相对

表 1    变量定义

变量名称 定义与说明

RUR_SCL
参与乡村振兴规模，等于企业当年参与乡村振兴投入总金额（资金+物资折款）乘以1 000
除以年末总资产

RUR_IND 产业帮扶哑变量，若企业当年参与产业扶贫的总金额大于0则取值为1，否则取0

TREAT
分组哑变量，实验组为“党建入章”的企业，样本期间内取值为1，控制组为非“党建入章”
的企业，样本期间内取值为0

POST 处理期哑变量，“党建入章”的企业当年及以后年度取值为1，否则取0
SIZE 公司规模，等于年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
LEV 资产负债率，等于年末总负债除以年末总资产
ROE 净资产收益率，等于当年净利润除以年末净资产
OCF 经营净现金流，等于年末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除以年末总资产

FIRST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等于年末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BOARD 董事会规模，等于董事会人数的自然对数
INDR 独立董事比例，等于独立董事人数除以董事会人数
DUAL 两职合一，若上市公司董事长与总经理为同一人则取值为1，否则取0

CHAIRPC 董事长政治联系，若董事长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则取值为1，否则取0
SOE 产权性质，若是国有企业则取值为1，民营企业则取0

LISTAGE 上市年龄，等于当年年份减去企业上市年份
CSR 企业社会责任总得分，等于和讯网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总得分除以100

MKT
市场化进程总指数，等于企业注册地所在省份的市场化指数，根据《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
数报告（2018）》（王小鲁等，2019）整理所得

GDP 经济发展水平，等于企业注册地所在省份年末GDP的自然对数
YEAR 年度哑变量，共设置4个年度哑变量
INDU 行业哑变量，共设置17个行业哑变量（根据2012年证监会行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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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在不同企业之间波动较大。产业帮扶哑变量（RUR_IND）的均值为0.141，标准差为0.348，
表明大约有14.1%的观测值企业参与产业帮扶。分组哑变量（TREAT）观测值的均值为0.503，标
准差为0.500，这与本文研究样本中“党建入章”的企业与非“党建入章”的企业各占50%相一致。
 

表 2    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25% 中位数 75% 最大值
RUR_SCL 9 818 0.113 0.449 0.000 0.000 0.000 0.017 3.250
RUR_IND 9 818 0.141 0.348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TREAT 9 818 0.503 0.500 0.000 0.000 1.000 1.000 1.000
TREAT×POST 9 818 0.322 0.467 0.000 0.000 0.000 1.000 1.000

SIZE 9 818 22.506 1.336 19.960 21.553 22.357 23.297 26.282
LEV 9 818 0.436 0.197 0.063 0.280 0.429 0.585 0.908
ROE 9 818 0.060 0.145 −1.182 0.033 0.070 0.113 0.342
OCF 9 818 0.053 0.066 −0.159 0.015 0.052 0.092 0.241

FIRST 9 818 0.357 0.145 0.086 0.247 0.338 0.454 0.732
BOARD 9 818 2.146 0.182 1.609 2.079 2.197 2.197 2.639
INDR 9 818 0.372 0.052 0.333 0.333 0.333 0.429 0.571
DUAL 9 818 0.248 0.432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CHAIRPC 9 818 0.116 0.321 0.000 0.000 0.000 0.000 1.000
SOE 9 818 0.413 0.492 0.000 0.000 0.000 1.000 1.000

LISTAGE 9 818 12.085 7.967 0.000 5.000 10.500 20.000 27.000
CSR 9 818 0.221 0.109 −0.031 0.169 0.223 0.270 0.625
MKT 9 818 8.484 1.643 4.100 7.090 9.150 9.860 9.970
GDP 9 818 29.049 0.686 26.638 28.667 29.011 29.614 30.036

 
 

（二）回归结果分析

1.“党建入章”与企业参与乡村振兴

表3的第（1）列报告了本文假设H1的回归结果。由表3的第（1）列知，当被解释变量为参与

乡村振兴规模（RUR_SCL），TREAT×POST的系数为0.130（T值为2.90），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上述回归结果与假设H1的理论预测相一致，即“党建入章”能够促进企业对乡村振兴国家

战略的响应力度，提高了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规模。“党建入章”通过在公司章程中明确党组织

的职责权限、机构设置和工作任务等条款保障了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有利

于党组织在企业内部贯彻和执行党中央的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同时，党组织的政策渠道和战斗

堡垒的作用为企业落实乡村振兴国家战略奠定了良好的思想氛围和组织支撑，党组织监督和

决策职能的发挥也有效缓解了企业代理冲突、抑制管理层短视决策行为，有助于企业开展乡村

振兴工作。

2.“党建入章”与企业参与产业帮扶

表3的第（2）列报告了本文假设H2的回归结果。由表3的第（2）列知，当被解释变量为产业

帮扶哑变量（RUR_IND），TREAT×POST的系数为0.446（Z值为4.00），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上述回归结果与假设H2的理论预测相一致，即“党建入章”确实促进了企业选择产业帮扶方

式。“党建入章”强化了基层党组织宣传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职能，在“以人民为中心”和
“增强贫困地区内生发展能力”的工作大局和政策导向下，能促使企业选择使贫困地区长效发

展的产业帮扶模式。

（三）稳健性检验

1.替换被解释变量

针对假设H1的稳健性检验，本文重新定义了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相对规模（RUR_R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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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具体定义为企业当年参与乡村振兴投入总金额（资金+物资折款）×1 000/当年营业收入；针

对假设H2的稳健性检验，首先，本文定义了企业参与产业帮扶的项目个数（IND_NUM），其具

体定义为企业当年参与产业帮扶的项目个数加1取自然对数；其次，本文定义了企业参与产业

帮扶的规模（IND_RAT），等于企业当年参与产业帮扶的总金额×1 000/年末总资产。结果显示

TREAT×POST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限于篇幅未列示，备索）。上述结果表明，在替

换被解释变量之后，假设H1和H2的结论保持不变。
 

表 3    假设H1和H2的回归结果

变量 RUR_SCL RUR_IND
（1） （2）

TREAT 0.115（1.55） 0.387**（2.24）
TREAT×POST 0.130***（2.90） 0.446***（4.00）

SIZE 0.148***（6.21） 0.482***（8.70）
LEV −0.087（−0.61） −0.611*（−1.75）
ROE 0.447***（3.55） 0.464（1.37）
OCF 0.869***（3.45） 0.121（0.19）

FIRST −0.134（−0.80） −0.264（−0.64）
BOARD 0.247*（1.85） 0.575（1.64）
INDR 0.327（0.82） 1.916*（1.74）
DUAL 0.092*（1.72） 0.116（0.87）

CHAIRPC 0.219***（3.40） 0.334**（2.30）
SOE 0.079（1.06） 0.461***（2.73）

LISTAGE −0.004（−1.20） −0.002（−0.20）
CSR 0.639***（3.82） 1.091**（2.30）
MKT −0.121***（−6.50） −0.307***（−7.18）
GDP −0.069（−1.52） 0.059（0.55）

CONS −1.623（−1.26） −14.398***（−4.44）
YEAR YES YES
INDU YES YES

Pseudo R2 0.096 0.183
N 9 818 9 818

　　注：括号内为经过公司层面聚类调整的T/Z值，***、**、*分别在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2.替换解释变量

针对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本文对公司章程中党建部分的内容进行了词频和篇幅统计，

重新定义了“党建入章”的变量。具体来说，对于“党建入章”的企业，TREAT_SUM在整个样本期

间内赋值为公司章程中共产党、党委、纪委、党风、党建、党组织、纪律检查委员会、党的章程、党

的作风、党的建设、党的组织字样出现的词频总数加1取自然对数，TREAT_LEN在整个样本期

间内赋值为公司章程中党建部分的总字符数加1取自然对数；对于非“党建入章”的企业，

TREAT_SUM和TREAT_LEN均赋值为0。POST的定义保持不变，即“党建入章”的企业当年及以

后年度取值为1，否则取0。结果显示TREAT_SUM×POST和TREAT_LEN×POST的系数均在1%的

水平上显著为正（限于篇幅未列示，备索）。上述结果表明，在替换解释变量之后，假设H1和
H2的结论保持不变。

五、  进一步检验与分析

（一）“党建入章”与企业后续乡村振兴参与行为

扶贫开发和乡村振兴工作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的特点，一些贫困地区在脱贫后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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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可能发生一定程度的返贫风险。在减贫目标由消除绝对贫困转变为减缓相对贫困的过程中，

仍需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工

作，让脱贫基础更加稳固、成效更可持续。这均使得参与乡村振兴的对口帮扶单位需要持续投

入一定规模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等资源要素，不减扶贫的工作力度和帮扶力量（王雨磊和苏杨，

2020；谢岳，2020）。各级党政机关在对贫困县或贫困村进行考核和评估时，为了保证扶贫帮扶

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也提出了“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的
口号（王雨磊和苏杨，2020；燕继荣，2020）。另外，在乡村实现全面振兴和走向共同富裕的过程

中也仍需要各级党组织逻辑的介入（徐凤增等，2021）。“党建入章”作为加强党的领导的生动实

践和建设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抓手，保障了党组织能够常态化参与、监督企业的各项

重大决策，使其符合国家的政策导向（蒋建湘和李依伦，2017）。“党建入章”的企业在参与乡村

振兴战略时更有可能贯彻和执行党中央以及上级党组织的各项扶贫政策号召，持续保持各项

日常性的扶贫投入和帮扶力量，久久为功，将参与乡村振兴视为企业长期承担的社会责任之

一，进而有着更高的后续乡村振兴参与意愿，并持续性地参与乡村振兴。为进一步考察“党建入

章”是否会对企业后续乡村振兴参与行为产生影响，首先，本文构建了企业后续乡村振兴参与

意愿哑变量（RUR_PLAN），当企业在年度报告披露了“后续精准扶贫计划”的内容时，

RUR_PLAN则取值为1，否则取0；其次，本文构建了企业参与乡村振兴连续性变量（RUR_ASS），
当企业在第T年、T+1年、T+2年均参与乡村振兴时，RUR_ASS则取值为1，否则取0。由表4知，当

被解释变量为RUR_PLAN、RUR_ASS时，TREAT×POST的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上述

结果表明，“党建入章”能够提升企业后续参与乡村振兴的意愿、促进企业参与连续性的乡村振兴。
 

表 4    “党建入章”与企业后续乡村振兴参与行为

变量 RUR_PLAN RUR_ASS
（1） （2）

TREAT −0.093（−0.70） 0.098（0.67）
TREAT×POST 0.483***（5.41） 0.376***（4.04）
CONTROLS YES YES
YEAR/INDU YES YES

Pseudo R2 0.168 0.183
N 9 818 9 818

 
 

（二）产权性质的调节作用

“党建入章”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可能会因为产权性质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差

异性。一方面，“党建入章”的相关制度安排最早针对于国有企业实施，这使得大部分国有企业

“党建入章”在涉及党组织的职责权限、机构设置、运行机制等方面的条款更加完备且严格，内

容更加具体深入（吴凌畅，2019），基层党组织的政策渠道功能与战斗堡垒作用也势必更强。“党
建入章”的国有企业还通过在公司章程中进一步明确和设立党组织参与治理的相关条款与具

体方式，强化了“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领导体制以及“讨论前置”等制度在国有企业内部的贯

彻实施（柳学信等，2020；陈艳和张武洲，2022），有效保障了国有企业党委发挥“把方向、管大

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使得党中央的部署要求和政策决议在本单位落到实处，因而“党建入

章”的国有企业响应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力度可能更强。另一方面，相比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

党组织治理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清晰的组织定位和稳固的权力结构（马连福等，2012；柳学信

等，2020），“党建入章”对国有企业而言更意味着党组织参与治理的“锦上添花”。另外，国有企

业特殊的法人地位使其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并具有一定的“使命应当性”和“参与强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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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征（张春敏和赵萌，2018；Chang等，2021），这可能会削弱“党建入章”对国有企业参与乡村振

兴的促进作用，而“党建入章”对民营企业尚未构成强制性的制度安排要求，那些主动选择“党
建入章”的民营企业更加认可党组织参与公司治理的积极作用，在贯彻和执行国家政策方针时

有更高的响应力度。最后，民营企业积极参与乡村振兴还可以夯实自身的资源获取能力，获取

更多的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源（邓博夫等，2020；甄红线和王三法，2021；潘健平等，2021）。上述因

素使得“党建入章”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可能在民营企业中影响更大。由表5的第

（1）（2）列可知，对于国有企业组（SOE=1）和民营企业组（SOE=0），TREAT×POST的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但国有企业组TREAT×POST的系数显著小于民营企业组的系数。上述

结果表明，相比于国有企业，“党建入章”对民营企业落实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促进作用更强。
 

表 5    调节作用的影响

变量
RUR_SCL

（1） （2） （3） （4）
SOE=1 SOE=0 POVER300=1 POVER300=0

TREAT 0.110（1.11） −0.005（−0.05） 0.136（1.62） −0.001（−0.01）
TREAT×POST 0.129***（2.58） 0.346***（2.95） 0.181***（3.47） 0.022（0.27）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AR/INDU YES YES YES YES

DIFF Chi2=3.034（P=0.081） Chi2=2.734（P=0.098）
Pseudo R2 0.077 0.106 0.108 0.114

N 4 055 5 763 6 815 3 003
 
 

（三）国家级贫困县的调节作用

国家级贫困县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和贫困县全部摘帽的主战

场，也是未来乡村全面振兴重点帮扶的主体。确保国家级贫困县在限定期限内顺利脱贫被各级

党政机关列为行政工作的重中之重（王雨磊和苏杨，2020；燕继荣，2020）。如果企业距离国家级

贫困县较近，面临扶贫压力的党政机关更可能通过省市县级层面党组织网络向企业宣传和解

读乡村振兴国家战略，鼓励企业与附近的国家级贫困县或贫困村之间构建起结对帮扶关系，进

而提升这些“党建入章”的企业履行乡村振兴社会责任的意愿。另外，地理位置的邻近性也为

“党建入章”的企业对口帮扶贫困地区提供了便利性，使得企业基层党组织可以更好地开展派

驻扶贫工作队伍、输送帮扶物资、定期评估扶贫效果等工作，并通过签约结对、村企共建等形式

因地制宜地开展产业帮扶与就业帮扶等。本文手工搜集832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经纬度，并计算

企业办公地到各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直线距离，定义了企业办公地300公里范围内是否有国家级

贫困县哑变量（POVER300）①，当企业办公地300公里范围内含有一个及以上的国家级贫困县，

则POVER300取值为1，否则取0。由表5的第（3）（4）列可知，对于企业办公地300公里范围内有

贫困县组（POVER300=1），TREAT×POST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对于企业办公地

300公里范围内无贫困县组（POVER300=0），TREAT×POST不显著。上述结果表明，企业办公地

与国家级贫困县的近邻性能够增强“党建入章”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促进效应。

（四）渠道检验

“党建入章”基础在“写”，关键在“做”，其如何保障党组织参与企业经营决策、影响企业参

与乡村振兴的渠道机理尚不明确。基于此，本文通过选取党委会成员与董事会之间“双向进入、

交叉任职”的程度以及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实践的融合等两个视角来考察“党建入章”影响企

①本文也检验了企业办公地200公里内以及注册地300公里内是否有国家级贫困县的调节效应，研究结论保持不变。限于篇幅，相关实证
结果没有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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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参与乡村振兴的渠道机制。一方面，党委会成员与董事会成员之间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
有效保障了党组织成员参与企业经营决策，讨论和决定企业重大事项（马连福等，2013；柳学信

等，2020；郝健等，2021），为党组织有效开展决策和执行工作、发挥监督作用提供制度保障（柳

学信等，2020）。另一方面，“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以下简称MD&A）包含了管理层对企业当年经

营实践的回顾和评价以及对企业未来发展趋势的预测和展望（薛爽等，2010），当MD&A中出

现较多“党建”“党委”等用语时，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企业党建工作与经营实践的融合程度

较好①。首先，本文借鉴马连福等（2013）、柳学信等（2020）的做法，构建党委会成员与董事会之

间“双向进入”的程度变量（PARTY_DIR），等于党委会成员与董事会成员之间重叠的人数除以

董事会人数，同时构建“交叉任职”变量（CROSS_CHAIR），当企业的董事长和党委书记由一人

担任时，CROSS_CHAIR取值为1，否则取0。其次，本文通过对年度报告中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进行词频统计，构建“党建”用语变量（PARTY_BUILDING），等于企业当年MD&A中“党建”出现

的总次数加1的自然对数，同时，构建“党委”用语变量（PARTY_COMMITTEE），等于企业当年

MD&A中“党委”出现的总次数加1的自然对数。表6报告了渠道检验的结果。回归结果表明，“党
建入章”的企业促进了党委会成员通过“双向进入”这一机制进入董事会任职的比例，并且使企

业的董事长和党委书记由一人兼任，提升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实践的融合程度，有效保障了党

组织参与到企业的重大决策，进而影响到乡村振兴战略在企业内部的实施。
 

表 6    渠道检验

Panel A: “党建入章”与“双向进入、交叉任职”

变量
PARTY_DIR RUR_SCL CROSS_CHAIR RUR_SCL

（1） （2） （3） （4）
TREAT 0.045*（1.88） 0.115（1.55） 1.002***（5.28） 0.107（1.44）

TREAT×POST 0.105***（8.26） 0.102**（2.28） 0.248**（2.33） 0.125***（2.77）
PARTY_DIR 0.783***（4.21）

CROSS_CHAIR 0.081*（1.79）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AR/INDU YES YES YES YES

Pseudo R2 0.426 0.098 0.343 0.096
N 9 818 9 818 9 818 9 818

Panel B: “党建入章”与企业经营实践的融合

变量
PARTY_BUILDING RUR_SCL PARTY_COMMITTEE RUR_SCL

（1） （2） （3） （4）
TREAT 0.716***（4.18） 0.111（1.50） 0.509***（2.94） 0.114（1.54）

TREAT×POST 0.620***（5.18） 0.099**（2.21） 0.585***（4.80） 0.111**（2.47）
PARTY_BUILDING 0.165***（5.09）

PARTY_COMMITTEE 0.248***（3.98）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AR/INDU YES YES YES YES

Pseudo R2 0.120 0.099 0.117 0.098
N 9 818 9 818 9 818 9 818

 
 

六、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通过手工搜集我国A股企业是否将党建工作要求纳入公司章程的相关数据，结合企

业参与乡村振兴国家战略这一社会责任的新形式以及“党建入章”的制度背景，运用PSM-

①例如深物业A在2019年报MD&A中提到“坚持以党建为引领，充分发挥党组织领导作用…切实有效发挥企业党委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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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D方法，较早地检验了“党建入章”的制度安排对企业履行乡村振兴社会责任的影响。实证研

究发现：（1）“党建入章”显著提升了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力度，在帮扶方式选择上，“党建入章”
促使企业采用产业振兴这一长效型的帮扶方式。（2）进一步分析发现，“党建入章”的企业更愿

意参与下一年度的乡村振兴，且连续性更好。（3）异质性分析表明，当企业产权性质为民营企业

以及距离国家级贫困县较近时，“党建入章”对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更强。（4）渠道分

析表明，“党建入章”提升了企业党委会成员进入到董事会任职的比例，使党委书记和董事长更

可能由一人担任，并促进了党建工作与企业经营实践的融合程度。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党
建入章”作为加强党组织建设和明确党组织职权的正式制度安排，在贯彻和执行党中央方针政

策和相关决议方面施展了重要作用，具体表现为能够促进企业积极响应乡村振兴国家战略。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以下的管理启示与政策意义：（1）“党建入章”作为加强党的领导、巩

固和深化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要突破口，能够促使企业积极响应国家重大战略，履行乡村振兴社

会责任；因此，继续加强“党建入章”的顶层设计，扎实推进企业“党建入章”工作，对于落实党组

织在公司治理结构中法定地位，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保障国家政策方针在企业内部的有效落

实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在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接续推动

脱贫地区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的阶段，企业基层党组织要发挥好政治核心、政策渠道以及战斗

堡垒等作用，积极响应党中央和上级党组织的乡村振兴政策号召，以产业振兴为重要基础，积

极履行乡村振兴社会责任，并探索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长效机制，为全面实现乡村振兴提供有

力的支撑。（3）“党建入章”对于企业响应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力度会因产权性质和企业与国家

级贫困县地理近邻性的不同而存在一定的异质性；相关党委机构和政府部门在传达政策时要

结合企业的自身情况和现实条件，才能够有效推动已完成“党建入章”的企业主动响应国家战

略和政策方针，提升企业的政策响应力度，这对于企业积极参与“全面实现乡村振兴”国家战略

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4）“党建入章”基础在“写”，关键在“做”，对于已经将党建写入公司章

程的企业，可以通过进一步贯彻实施党委成员与董事会之间“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的制度安

排，以及将党建工作与企业日常经营实践相融合等方式，将党组织的决策、执行和监督职能融

入企业决策之中，以增强党组织的影响力和执行力，切实发挥出“党建入章”在保障基层党组织

参与公司治理的有效性和合法性等方面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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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ary: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CPC’s  Party  organization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an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f corporate governanc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PC, in order to continue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PC’s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government departments have issued a series of documents and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s
to promote “the CPC’s Party Building into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wholly state-owned companies
and state-holding companies. By specifying in the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the important matters of Party
building work such as the responsibilities and authorities, institutional settings, operating mechanism
and basic guarantee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 the legitimacy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s participation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is guaranteed,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and
economic decision-making of firms, and promotes firms to actively respond to national policies.

Based on the participation information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disclosed by A-share listed firms from
2016 to 2020, this paper manually collects the data of “the CPC’s Party Building into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f listed firms, and adopts the PSM-DID method to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the
CPC’s Party Building into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n firm participa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CPC’s Party Building into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enhances the degree of
implementing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promotes firms to choose the wa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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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dustrial revitalization. (2) Further analysis also finds that firms with “the CPC’s Party Building into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also have a higher willingness to participate in the follow-up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will continue to participate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3)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the CPC’s Party Building into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on firm
participation in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more significant when firms are private and close to national
poverty-stricken counties. (4) The channel test shows that “the CPC’s Party Building into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can improve the proportion of the Party committee members serving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make the Party secretary and chairman more likely to be held by one person, and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the Party building and operating managemen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mechanism an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innovativ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 of “the CPC’s Party Building into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earlier, which helps to better
clarify and understand how “the CPC’s Party Building into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ensures the effective
exertion of the Party organization’s decision-making, execution and supervision functions in firm
practice, thus affecting the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 and major decisions of firms, and also promotes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the driving mechanism of firms to fulfill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he conclusions lay a certain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improving the corporate
governance structure,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and continuing the
work of “the CPC’s Party Building into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and also have important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how to promote firms to “realize the effective connection between consolidating and
expanding the achievemen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post poverty-
alleviation era.

Key words: the CPC’s Party Building into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grassroots Party organizations;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rural revit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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